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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摇摇言

王水照

這套《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》由六位日本中青年學者的

論文集所組成，他們是（依姓氏筆劃排列）：内山精也《傳媒

與真相———蘇軾及其周圍士大夫的文學》；東英寿《復古與創

新———歐陽修散文與古文復興》；保!佳昭《新興與傳統———

蘇軾詞論述》；高津孝《科舉與詩藝———宋代文學與士人社

會》；淺見洋二《距離與想象———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》；副島

一郎《氣與士風———唐宋古文的進程與背景》。他們的論文

大都從“宋學”、尤其側重于宋代文學方面展開，代表彼邦富

有活力的研究力量，反映了最爲切近的學術動態，值得向我國

學界同道譯介推薦。

“宋學”在我國經學史上原是與“漢學”相對舉的學術概

念，簡言之，即是指區别于考據之學的義理之學。《四庫全書

總目提要》卷一《經部總"》云：清初經學“要其歸宿，則不過

漢學、宋學兩家互爲勝負”，江藩的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、《國朝

宋學淵源記》與方東樹的《漢學商兑》，就是一場學術紛#夾

雜門户之見的有名論#。現代學者則把此語用作中國思想史

上宋代“新儒家學派”的總稱。鄧廣銘《略談宋學》一文即“把

萌興于唐代後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國以後的那個新儒家學派稱

之爲宋學”，而“理學”僅是宋學中衍生出來的一個支派，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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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宋學”不能等同（《鄧廣銘治史叢稿》第员远源—员远缘頁）。而陳

寅恪則從中國學術文化史的角度立論，將它視作宋代學術文

化的同義語。他在論述“新宋學”時指出：“吾國近年之學術，

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，以世局激蕩及外緣熏習之故，咸

有顯著之變遷。將來所止之境，今固未敢斷論。惟可一言蔽

之曰，宋代學術之復興，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。”（《鄧廣銘宋

史職官志考證序》，《金明館叢稿二編》第圆源缘頁）這裏的“新

宋學”明確包括“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”各種領域，而“新

宋學”之于“宋學”，只是學術觀念的更迭出新，兩者的涵蓋面

應是相同的，均指宋代整個學術文化。

“宋學”的上述三個界定，分别指向特定的對象和領域，

各具學術内涵和意義，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；我們這套叢書命

名中所説的“宋學”，乃采用第三個界定，即指宋代整個學術

文化。學術研究本來就有綜合與分析或曰宏觀與微觀的不同

方法和視角，尤重在兩者内在的結合與統一，力求走向更高層

次的綜合，獲得宏通的科學認識。研究宋代學術的每一個部

類，總離不開對整個社會的認識與把握。因爲社會是一個有

機整體，其構成中的每一個部類不能不受制於整體發展變化

的狀况，各個部類之間又不能不産生無法分割的種種關聯。

而説到對宋代社會的宏觀認識和整體把握，又不能不提到八

十多年前蜚聲學界的“宋代近世説”的舊命題，對這個舊命題

的系統檢驗和反思，對其含而未發的意藴的探求，需要我們把

這個老題目繼續做深做透。這對宋代學術研究格局的拓展和

深化，似乎還没有失去它的價值。

日本京都學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内藤湖南（员愿远远—

员怨猿源）提出了著名的宋代近世説，構想了以唐宋轉型論爲核

心的完整的宋史觀。根據他在大正九年（员怨圆园）于京都帝國

２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前摇摇言

大學的第二回講義筆記修訂而成的《中國近世史》，開宗明義

就説：“中國的近世應該從什麽時候算起，自來都是按朝代來

劃分時代，這種方法雖然方便，但從史學角度來看未必正確。

從史學角度來看，所謂近世，不是單純地指年數上與當代相近

而言，而必須要具有形成近世的内容。”他正確指出歷史分期

中的“近世”不能照搬王朝序列，也不能單純按照距離當前的

較“近”的年數計算，而應抓住“近世的内容”。而所謂“近世

的内容”，就是其第一章“近世史的意義”所列出的八個子目：

“貴族政治的衰微與君主獨裁政治的代興；君主地位的變化；

君主權力的確立；人民地位的變化；官吏任用法的變化；朋黨

性質的變化；經濟上的變化；文化性質的變化”，這八種變化

覆蓋了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三大領域，是全社會結構性的整體變

動（譯自《内藤湖南全集》第十卷，亦可參見内藤湖南著、夏應

元等譯《中國史通論》上册第猿员缘頁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

圆园园源年，譯文有小異）。

嗣後，他又發表了著名論文《概括的唐宋時代觀》和《近

代支那的文化生活》。這兩篇論文，被宫崎市定斷爲構成内

藤史學中“宋代近世説”的“基礎”性作品。前文發表於《歷史

與地理》第九卷第五號（员怨圆圆年缘月），對他的宋代觀做了一

次集中而概括的表述，指出唐宋之交在社會各方面都出現了

劃時代的變化：貴族勢力入宋以後趨於没落，代之以君主獨

裁下的庶民實力的上升；經濟上也是貨幣經濟大爲發展而取

代實物交$；文化方面也從訓詁之學而進入自由思考的時代。

後文發表于《支那》（员怨圆愿年员园月），著重論述宋代以後的文

化逐漸擺脱中世舊習的生活樣式，形成了獨創的、平民化的新

風氣，達到極高的程度，因而直至清代末期中國文化維持著與

歐美相比毫不遜色的水準（參見宫崎市定《自跋集———東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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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七十年》第九“五代宋初”，岩波書店员怨怨远年）。

内藤氏的這一重要觀點，曾受到當時東京學派的質疑與駁

難，但#論的結果，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唐宋之間存在一個“大轉

折”，雖然依然否定宋代近世説。然而在日本史學界中，内藤氏

的觀點仍然保持著生命力，影響深巨。尤其是他的門生宫崎市

定（员怨园员—员怨怨缘）的有力支持。宫崎氏原先對這一觀點也抱有

懷疑，經過認真的思考和研究，轉而不遺餘力地宣傳和證成師

説，從多個學術專題上展開深入而具體的論證，成爲乃師學説

的“護法神”。他在员怨远缘年员园月發表的《内藤湖南與支那學》

一文（《中央公論》第怨猿远期，收入宫崎市定著《亞洲史研究》第

五卷，同朋舍）指出，“（内藤）湖南留給後代的最大的影響是關

於中國史的時代區分論”，以往日本學者也有把宋代以後視爲

“新時代”的開始的，“但是湖南則完全著眼於中國社會的全部

的各種現象，尤其是社會構成和文化由唐到宋之間發生了巨大

變化的這一事實”，從而確認“宋代以後爲近世”的這一判斷。

作爲建樹了傑出業蹟的宋史研究專家，宫崎市定明確宣稱：“我

的宋代史研究是以内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説爲基礎的”，他

的研究正是以内藤氏的這一學説爲“基礎”而展開的。他首先

注意經濟、財政、科技等問題，認爲“宋代近世説的依據在於經

濟的發展，特别是古代交$經濟從迄於前代的中世性的停滯之

中冒了出來，出現了令人矚目的復活”。並進而指出宋代已由

“武力國家”轉變爲“財政國家”，財力成爲“國家的根幹”，甚至

湧現出新型的“財政官僚”（均引自《自跋集———東洋史七十

年》第九“五代宋初”）。宫崎氏的宋史研究範圍廣泛，内涵豐

富，舉凡政治史（《北宋史概説》、《南宋政治史概説》）、制度史

（《以胥吏的陪備爲中心———中國官吏生活的一個側面》、《宋

代州縣制度的由來及其特色》、《宋代官制序説》）、教育史（《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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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的太學生活》）、思想史（《宋學的論理》）均有涉足，成績斐

然。至於他的《宋代的石碳與鐵》、《支那的鐵》兩文，澄清了

“認爲中國人本來就缺乏科學才能，長期陷於落後的狀態”這一

“誤解”，肯定“宋代所達到的技術革新具有世界史上的重要

性”，突出了宋代在科技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内藤、宫崎等人的宋代近世説，以唐宋之際“轉型論”爲

核心，又自然推導出“宋代文化頂峰論”和“自宋至清千年

一%論”。

内藤氏在逐一推闡唐宋之際的種種變革時，衷心肯定其

歷史首創性，其内在的思想基準是東亞文明本位論，即認爲以

中國文化爲中心的東亞文化發展程度“非常高”，比歐美文化

高出一籌，而這個中國文化主要即是自宋至清的中國近世文

化。宫崎市定的觀點就更爲鮮明，態度更爲堅&了。他的

《東洋的文藝復興與西洋的文藝復興》一文（原載於《史林》第

二十五卷第四號员怨源园年员园月、第二十六卷第一號员怨源员年圆

月。後收入《亞洲史研究》第二卷，《宫崎市定全集》十九卷），

首次提出了“宋代文藝復興説”；而《宋元的文化世界第一》一

文（原載於大阪市立美術館編《宋元的美術》员怨愿园年苑月，收

入《宫崎市定全集》十二卷），文章的題目已猶如黄鐘之音、警

世之幟。他寫道：“宋元這個時代，在中國歷史上是稀有的偉

大的時代，是民族主義極度昂揚的時代。代之以軍事上的萎

靡不振，中國人民的意氣全部傾注於經濟、文化之上，并加以

發揚，取得了出色的成果。”他對宋代文化的推重，從中國第

一到“世界第一”，真是無以復加了。

内藤氏的唐宋轉型論確認宋代進入近世，君主獨裁政治

形成并趨於成熟，平民地位有所提高；還進一步確認，這一歷

史趨勢的持續發展，必然走向清末以後“共和制”的道路。這

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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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把宋代和當下（清末民初）連貫起來作歷史考察。宫崎市

定繼續發揮這一“千年一脉論”：“據湖南的觀點，在宋代所形

成的中國的新文化，一直存續到現代。$言之，宋代人的文化

生活與清朝末年的文化生活幾乎没有變化。由於宋代文化如

此的發展，因而把宋代後的時期命名爲近世。⋯⋯認爲宋代

文化持續到現代中國，是他的時代區分論的一大特點”。這

裏既指明宋代社會與清末當下社會的内在延續性，也爲“近

世”説提供時間限定的根據（《内藤湖南與支那學》）。

内藤氏的宋代近世説，以唐宋轉型或曰變革爲核心内容，

從横向上突出宋代文化或文明的高度成就，從縱向上追尋當

下社會的歷史淵源，體現了對歷史首創性的尊重，對歷史承續

性的觀察，體現了東方文化本位的思想立場，構成了完整的宋

史觀。

當我們把目光從東瀛轉向本土的學術界，就會饒有興趣

地發現一種桴鼓相應、異口同聲的景象。我國一大批碩儒耆

宿相繼發表衆多論説，與内藤氏竟然驚人一致。他們中有的

與内藤其人其書容有學術因緣，而絶大多數學者’尚無法指

證受其影響，這種一致性更加使人驚異了。

首先是“轉型論”。陳寅恪於员怨缘源年發表《論韓愈》一文，

認爲韓愈是“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啓後轉舊爲新關捩點之人

物”，即“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”，“開啓趙宋以降之新局

面”。他雖未涉及“上古”、“中世”、“近世”之類西方現代史學

的分期名詞，但這個確認此時爲新舊轉型的大判斷，是不容他

人置疑的。吕思勉的《隋唐五代史》第二十一章有言：“吾嘗言

有唐中葉，爲風氣轉變之會”，“唐中葉後新開之文化，固與宋當

畫爲一期者也。”柳詒徵《中國文化史》第十六章即題爲“唐宋

間社會之變遷”，認爲“自唐室中晚以降，爲吾國中世紀變化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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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之時期。前此猶多古風，後則别成一種社會”。“宋代近世

説”在這兩位史家筆下，已經呼之欲出。胡適作爲現代學術開

風氣的人物，就直截了當用嶄新語言宣稱：從“西元一千年（北

宋初期）開始，一直到現在”，是“現代階段”或“中國文藝復興

階段”或“中國的‘革新世紀’”（《胡適口述自傳》第圆怨缘頁，華

文出版社员怨愿怨年）。這裏的“現代階段”實與内藤氏的“近代階

段”含義相通，“文藝復興階段”則與宫崎氏用語完全一致，至于

“革新世紀”更是踵事增華，近乎標榜之語了。

視宋代文化爲中國歷史之最，這一觀點在中國史學界也

成常識。表述突出、頗顯恢宏氣度的是陳寅恪爲鄧廣銘著作

所作的序和鄧氏的一篇史學論文。陳寅恪作于员怨源猿年的《鄧

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》云：“華夏民族之文化，歷數千載之

演進，造極於趙宋之世。”而鄧廣銘在员怨愿远年寫的《談談有關

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》中宣告：“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

最高階段，兩宋期内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，在

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内，可以説是空前絶後的。”陳

氏還只説趙宋文化是“空前”，鄧氏更加上“絶後”，推崇可謂

備至。比較而言，王國維顯得頗爲謹慎，他説：“天水一朝人

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，前之漢唐，後之元明，皆所不逮

也。”（《宋代之金石學》，《王國維遺書》第五册《静安文集續

編》第苑园頁，上海書店员怨愿猿年）他肯定兩宋文明前超漢唐，

後勝元明，清代略而不論，當有深意存焉。胡適于员怨圆园年與

諸橋轍次的筆談中，從中國思想史的角度提出：“宋代承唐代

之後，其時印度思想已過‘輸入’之時期，而入于‘自己創造’

之時期”，“當此之時，儒學吸收佛道二教之貢獻，以成中興之

業，故開一燦爛之時代。”（見《東瀛遺墨》第员缘源頁，上海人民

出版社员怨怨怨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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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研究宋代和當下社會之間的聯繫，也是中國學者關

注的重點。與内藤氏有過直接交往的嚴復，面對民國初年紛

#頻仍、國勢不寧的局勢，也從歷史資源中探尋救治之道。他

説：“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，則趙宋一代歷史，最宜究心。中

國所以成爲今日現象者，爲善爲惡，姑不具論，而爲宋人之所

造就，什八九可斷言也。”（《致熊純如函》，《學衡雜誌》第员猿

期）錢穆在致一位歷史學家的信函中，也同樣强調宋代研究

對於當下現實有著特殊的意義與價值，應注重近千年來在社

會、經濟、文化形態上的種種聯結點。

簡略梳理中日學術史上“内藤命題”的相關材料，可以看

到這個命題獲得範圍深廣的回應，吸引衆多一流學者直接或

間接的參與，形成一場集體的對話，豐富了命題的内涵，使之

成爲一個藴藏無數學術生長點、富有學術生命力的課題。這

首先由於内藤氏“是立足於中國史的内部，從中引出對中國

歷史發展動向的認識”，而不是單純憑藉“從外部引入的理

論”來套中國史實；同時又能“把中國史全部過程，作整體性

的觀察”，避免了“不能從整體上把握中國史的缺陷”（谷川道

雄《致中國讀者》，見内藤湖南著、夏應元等譯《中國史通

論》）。谷川氏的這一概括，準確地抓住了“内藤命題”所包含

的學術方法論上的兩大精神實質。

其次是命題的開放性。歐美史學界把内藤氏的宋代近世

説稱之爲“内藤假説”（晕葬蚤贼燥匀赠责燥贼澡藻泽蚤泽），就是説其真理性尚

待驗證、補充，并非不可動摇的金科玉律，更不是可以照搬照

套的“指導原則”。事實上，内藤氏提出此説以及中國學者的

相關述説，大都是基于他們深厚中國史學功底的大判斷、大概

括，還未及作出細緻的論證和具體的展開（宫崎氏是個例

外）。而“上古、中世、近世”的這套西方史學分期方法如何與

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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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歷史&定論”或“歷史目的論”劃清界綫；宋代文化頂峰論能

否成立，是否應有限定；宋代和清末民初社會之間千年一%的

歷史紐帶，也需作出有理有據的揭示，這些都有待後人的繼

續探討。

然而，我們重提“内藤命題”，從某種意義上説，不僅僅爲

了求證“宋代近世説”的正確與否，其個别結論和具體分析能

否成立，而主要著眼于學科建設的推進與發展。一門成熟的

學科，既要有個案的細部描述與辨析，更需要整體性的宏觀(
事，其中應藴含有一種貫穿融會的學理建構，即通常所説的對

規律性的探索。由于對“以論帶史”、“以論代史”學風的厭

惡，“規律性”、“宏觀研究”的名聲不佳，甚至引起根本性的懷

疑。但不能設想，單靠一個個具體的實證研究，就能提升一門

學科的整體水平。綱舉纔能目張，“内藤命題”關心宋代社會

的歷史定位，關心其時代特質，關心社會各個領域的新質變化

等等，就爲宋代研究提供了這樣一個“綱”。

收入這套叢書的六個集子，並非以宋代的整個學術文化

爲論題，也不徑直宣稱以“宋代近世説”爲指導原則，但我們

仍可看出在研究思路上的傳承和嬗變，學術精神上的銜接和

對話。比如，淺見洋二的書名即標示出“中國詩學的唐宋轉

型”，副島一郎在《後記》中(説他的《唐代中期的貨幣論》一

文寫作的潛在學術淵源，即是顯例；而體現在他們各篇論證具

體問題的論文中的宋史觀，則有更多的耐人尋味之處。如果

説宫崎市定的宋學論文，論題廣泛而偏重於經濟、制度層面，

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日本史學走向的話，那麽這套六人集’
多從文學層面落筆，而又突出“士大夫”即宋代文化的主要創

造主體而展開，這在内山精也、淺見洋二、副島一郎等人的論

文中均有著重的表現，而有的書名更明確揭示了“士大夫”或

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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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士人社會”是他們的論述基點。宋代以來，以進士及第者爲

中心的“士大夫”階層，取代六朝隋唐的門閥士族，而成爲政

治、法律、經濟&策和文化創造的主體，這本身就是中國社會

“唐宋轉型”的一大成果，也是認宋代爲“近世”的主要依據之

一，而所謂“自宋至清千年一%論”，在很大程度上也基于對

這個特殊階層之存在的體認。更重要的是，當“内藤命題”從

經濟史、制度史向思想史、文藝史領域延伸時，“士大夫”作爲

創造主體的地位就尤其顯著。據我所知，员怨怨怨年猿月圆员日，

日本的宋史研究者曾在東京大學文學部召開一次專題討論

會，名爲“宋史研究者所見的中國研究之課題———士大夫、讀

書人、文人或精英”，會議的主題就是呼唤以“士大夫”爲中心

的研究。自此以後，他們陸續在此課題上結集發表研究成果，

如员怨怨怨年勉誠出版《亞細亞游學》苑號特集《宋代知識人之諸

相》、圆园园员年勉誠出版《知識人之諸相———以中國宋代爲基

點》等。這確實可以説反映了日本學術界的一個研究動向。

由于抓住了士大夫社會的特點，以及印刷技術作爲新興的

傳播媒體給這個社會帶來的巨大現代性，使内山精也從看似平

常的題目中發掘出了豐富而嶄新的意藴。他論王安石《明妃

曲》、蘇軾“烏臺詩案”和“廬山真面目”等文，吸納融會接受美

學、傳播學等理論成果，描述宋代士大夫的心態和審美趨向，讀

來既感厚重而又興味盎然。淺見洋二的《距離與想象》一書論

題集中，他立足於對中國詩學史的總體把握和對批評術語的特

有敏感，從一系列詩學的或與詩學相關的命題中，細緻地推考

和論證“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”，令人頗獲啓迪。所謂“唐宋轉

型”，實際上從唐中葉起就初顯徵兆，與中唐樞紐論異名同義。

副島一郎即選取自中唐至北宋這一歷史時段切入論題，對啖

助、杜佑、柳宗元至宋初古文家、易學家進行探討，舉證充分，結

０１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前摇摇言

論平實可據。當然，經濟、制度等選題仍然受到學者的注意，尤

其是宋代以來成熟的科舉制度，對士大夫社會的作用可謂舉足

輕重，高津孝就有多篇論文涉及科舉與文學的關係，並有新的

創獲。保!佳昭、東英寿兩位則專注于作家個案研究，分别以

蘇軾詞和歐陽修古文爲論題，曾引起中國同道的矚目。高津

孝、保!佳昭、東英寿三人都長于史實、文獻的考辨，發揚了日

本漢學長期形成的優良傳統。高津孝對于古文八大家的成立

過程的系統梳理，其結論引用率甚高；保!佳昭對蘇軾詞的意

象分析和編年考證，也顯出頗深的文史功底；東英寿對歐陽修

文集版本的考察，亦稱縝密細緻，尤對日本尊爲“國寶”的天理

圖書館藏本作了迄今所見最爲詳盡的考評，認定其版本價值居

現存歐集諸本之首，殆成定讞。

我和這六位作者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學緣關係，有的相識

已達二十年之久。早在员怨怨园年，一批年輕的宋代文學研究者

就在早稻田大學“宋詩研究班”的基礎上，成立了“宋代詩文

研究會”，自那以來，他們組織了富有成效的研究，迄今爲止，

舉辦了八次專題討論會，編輯了十二期《橄欖》雜誌，完成並

出版了錢鍾書先生《宋詩選注》的日譯。而這六位作者，都是

“宋代詩文研究會”的活躍成員。如今，他們年富春秋，屬於

日語所謂的“四十代”，學術事業正如日中天，未可限量。祝

願他們精進不止，繼續貢獻學術精品；同時盼望其他的日本學

人來加盟這一宋學研究的群體，共謀學術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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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 初 行 卷 考

摇摇衆所周知，唐代科舉考試（選拔官吏的考試）曾大興所謂

“行卷”之風。行卷，指的是應舉者在考試之前，提前將自己

的詩文寫成卷軸，投送給那些能够左右考試結果的大文人或

是科舉考官，目的是讓他們全面瞭解自己的文學水平，加深他

們對自己的印象，是一種爲達到中舉目的而進行的試前活動。

在科舉考試的科目中，行卷主要集中在考詩賦的進士科。對

文人來説，進士及第是他們的憧憬之所在。從中唐到晚唐，許

多大名鼎鼎的文人，或是行卷的投送一方，或是接受一方。行

卷附隨於科舉，形成了一種文學的“場”。確立行卷在科舉系

統中的位置的，是一種名曰“公卷”（省卷）的制度。即事先將

那些作爲行卷呈遞上來的詩文收納於禮部的一種制度。從史

料的角度來説，行卷是一種個人行爲，很難把握，而公卷却不

同，它是國家系統中的一環，其生成、存在和廢止都比較明確。

具體説，是始於唐代玄宗天寶年間（苑源圆—苑缘远），終於北宋仁

宗慶曆元年（员园源员），有近三百年的歷史。從文學史的角度來

看，中唐至宋初，行卷這一文學的場附隨於科舉而存在。關於

唐代的行卷與文學，前人已有詳盡的研究①，本文試圖以古文

① 例如：员援鈴木虎雄《唐代的考試制度與詩賦》（《支那學》第二卷第一○
號，支那學會，员怨圆圆年）。鈴木虎雄（员愿苑愿—员怨远猿），日本漢學（轉下頁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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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柳開爲綫索，對宋初行卷進行考察，梳理伴隨科舉制度的完

善，行卷逐步解體消失的過程。

一、行摇摇卷

首先，讓我們通過宋初富有個性的文章家柳開，來看一看

太祖朝的行卷的情况。許多人一定知道那個令人顫栗的嗜食

人肉的逸聞，而柳開正是逸聞的主人公。恰恰是這個令人驚

異的人物，却可以爲我們提供許多有關行卷的系統的信息。

柳開，字仲涂，大名人①。傳説他性格剛烈，三歲時就砍掉過

企圖跳墻逃跑的盗賊的脚指。他十七歲開始讀韓愈文章，生

發欽仰韓愈、柳宗元古文之情。二十歲時，父親爲他取名肩

愈，字紹先。據《東郊野夫傳》②説，“肩愈”意爲效法韓愈、欣

賞古道，“紹先”則是崇尚先祖柳宗元的德行。因爲韓愈較柳

宗元更爲顯赫，故以之爲名。後來，他又取“能開聖道涂”一

語，以開爲名，仲涂爲字。柳開的名字爲在中央朝廷任職的文

摇摇（接上頁注）家，號豹軒，文學博士，京都大學名譽教授，著有《支那詩論史》
（员怨圆缘）、《支那文學研究》（员怨圆缘）及《賦史大要》（员怨猿远）等。圆援程千帆《唐代進
士行卷與文學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员怨愿园年）。猿援村上哲見所作程著的書評
（《東洋史研究》第四一卷第二號，京都，東洋史研究會，员怨愿圆年）。村上哲見
（员怨猿园—摇），日本漢學家、文學博士、東北大學名譽教授，著有《宋詞研究》
（员怨苑远）、《講講科舉》（员怨愿园）、《中國文人論》（员怨怨源）及《漢詩與日本人》（员怨怨源）
等。源援傅璇琮《唐代科舉與文學》第十章《進士行卷與納卷》（陝西人民出版
社，员怨愿远年）。缘援荒木敏一《宋代科舉制度研究》（京都，東洋史研究會，员怨远怨
年）。荒木敏一（员怨员员—摇），日本中國史家，文學博士，京都教育大學名譽教
授，著有《宋代科舉制度研究》等。本文執筆過程中，得缘的教益尤多。

①摇《宋史》卷四四○（北京，中華書局校點本）。
②摇《河東先生集》（员怨苑怨年，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《四部叢刊正編》所收）。又，
適宜參照《全宋文》（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，巴蜀書社）。以下有關宋

人别集同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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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們所知曉，是在開寶二年（怨远怨）王祐赴大名府任知府的

時候。王祐（怨圆源—怨愿苑），字景叔，大名人①。乾德四年

（怨远远）和六年（怨远愿）曾兩度任權知貢舉，屬於朝廷内頗有

實權的文人。本傳説“（王）祐知貢舉，多拔擢寒俊”，所以

柳開寄希望於他。不過，朝廷派遣王祐任大名府知府的目

的，是要探聽前任符彦卿的動静，所以王祐實際在大名呆

的時間極短，開寶二年八月領受辭令，翌年春便離大名而

去②。在柳開的文集裏，收録了這一時期他寫給王祐的四

封信。柳開先是三次將自己的名片呈送王祐，接着送去請

求面會的第一封信：

開竊自念，幸而不生於夷狄之中。自五歲而讀

書，以至於此，凡十九年矣。當時便誦執事之文章，與

夫聖人之言，雜而記之。敢望今日親逢執事於是邦

哉⋯⋯開頗有自知其幸也，敢請見焉。執事倘不罪而

寬容之，成乎開之大幸矣。開再拜。③

王祐收到信後，爽快地答應了柳開的請求，於是柳開

又寫了第二封信，表示感謝：

執事之心固常在於取士矣。當今取士之道獨有禮部

焉。每歲秋八月，士由鄉縣而舉於州郡，由州郡而貢於有

司。有司試其藝能，擇其行義。得中者後進名於天子，始

得爲仕也。然士之雖有賢能，由鄉縣而得聞於州郡者，由

州郡而得聞於有司者，萬少其一二矣⋯⋯開行修而人不

３

①
②
③

《宋史》卷二六九。

《北宋經撫年表·南宋制撫年表》（中華書局，员怨愿源年）。
《河東先生集》卷五《上大名府王學士書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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譽，辭成而衆不解，塊然獨處，出無與交。亦將由乎鄉縣

而舉州郡，豈敢遂望貢於有司乎？自度取舍不識向背，材

於時而若無用，器於道而如有合，莫知其己之賢且愚也。

幸逢執事之來，故有望於執事矣。是以三投刺而一奉書，

先齋沐而後請見焉。執事果不罪而與之進退揖讓，俯仰

周旋，使得盡其儀焉。執事之若此者固無失也，蓋以接其

士而欲求其賢以致於國也。開之幸者則過矣。何也？本

將由鄉縣州郡而貢有司，苟得貢於有司，敢遽望於有司之

知乎？今者不由鄉縣州郡，而亟得拜見於執事，執事復加

之褒揚之賜，開未知從何而便至此也，宜何以報執事耳。

姑進其言而謝焉。開再拜。①

當時，地方性的科舉考試———解試的報名截止日期是八

月五日，考試在八月或九月舉行。全國性的省試於春天舉行，

所以稱春試，而地方性的解試則叫秋試。王祐八月受命到大

名赴任，他一到任，柳開便寄信給他。作爲一個古文作家，柳

開並不喜歡當時流行的那些文章，而理解他的人又很少，這使

他頗爲孤獨。王祐是一位聲望很高的文章家，後來曾得太宗

稱贊，“祐之文章清節兼著”。因此柳開將自己的希望寄於這

位新上任的知府身上。在寫了第二封信以後，柳開馬上將自

己的十七篇文章作爲行卷呈給王祐，據説得到了王祐的褒奬。

隨後，柳開又寫了第三封和第四封信。

開再拜。謹投所業書序疏箴論一十七篇，納其後進

進謁之禮，非爲文也。開始將見於執事之時，欲收拾有所

罄其鄙惡。士咸謂開傷於太古，不若擇其淺近者以獻之。

４

① 《河東先生集》卷五《上王學士第二書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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